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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课题组在 2017 年获得的湖北省 992 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生物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使用

为例，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

意愿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寻找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在驱力，为农村能源消费转型提供一些

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因子。

(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在自然资本较低但

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该中介机制在本地经营农户样

本中成立，但对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则不够显著。据此，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及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以加强清洁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的相互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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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清洁能源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对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清洁能

源发展速度较快，在能源供应结构中的占比已由 2008 年的 11.8%上升至 2017 年的 20.8%[1]。农村被认为是使用和发展清洁能源

的重要场所，根据 2007 年政府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农村能源具有减缓气候变化能力的新使命[2],而以生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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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为主的新兴可再生能源诞生，将为清洁能源在农村地区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以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工业有机

废水等各类城乡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经发酵、提纯后产生的生物天然气，是一种清洁能源，兼具清洁、节能减排等功能，加之制

作原料较为方便易得，其或成为替代传统薪柴能源的优质选择之一
[3]
。为此，进一步推广生物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农村地区的使

用和消费，将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家庭仍大多面临着用能水平低、结

构差、能力弱等能源贫困问题[4],导致清洁能源在农村地区消费占比偏低[5]。 

为解决农村能源贫困，国内外学者就不同地区能源贫困成因[6,7]、现状[8,9]以及能源消费的时空变化[4,10]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究工作，普遍认为要摆脱农村能源贫困，其关键措施就在于帮助农户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11],而其中之一即为改善农户对清

洁能源的消费意愿。那么，究竟影响农户对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因素有哪些?在蔡亚庆等[12]、彭新宇等[13]的研究中，发现了外部

的补贴政策能够正向作用于农户对沼气的消费意愿，而在仇焕广等
[14]
、史清华等

[15]
的分析中，则发现农户收入是推动农户用能转

型、摆脱能源贫困和实现高级能源消费的关键动力。此外，还有学者从农户感知视角分析了对其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16]。总

体而言，外部因素更多是源于政策、生态环境的冲击，而内部因素则更多来源于农户个体特征以及家庭资本禀赋的积累。 

由于农户的能源消费选择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属于农户重要的生计活动之一[17],并且生计资本与策略变化是农户能源消费模

式变迁的重要驱力，因而将其纳入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
[18]
,能够更为全面、科学地剖析能源消费转型过程中的内部生计

驱动因素。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农户生计中的能源消费问题，探究影响农户能源消费意愿的可能生计因子。如秦

青等[17]研究发现农户的生计资本决定了其对能源的消费偏好，李鑫等[19]研究指出农户用能的多样化程度随着生计多样性水平的

提高而上升。赵雪雁等[20]则发现生计资本较多、区域条件较好的农户，其生计策略转换的灵活性较强，因而更容易选择商品能源

和新能源(清洁能源)。 

纵观上述研究，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已较为丰富、全面。但其一，早期研究中农村清洁能源消费的研究

对象多以沼气、电力为主，而如今生物天然气已被纳入 2019年第 1895号《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1的国

家能源规划中，选择生物天然气作为农村清洁能源消费问题的研究对象将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其二，研究内容与农户生计发

展的联系不够，仍有需要深化的空间。现有研究也仅单一考虑了农户生计资本拥有情况或生计策略转换对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

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18],生计策略作为农户对自身资本进行组合的方式，是沟通生计资本禀赋与生计输出结果的重要环节，因而

也是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不可忽视的传导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本文在巩固现有研究结果的同时，试图在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生计策略选择—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间建

立一条有效的连接，将能源可持续与生计可持续相结合，以生物天然气为例，考察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部生计驱动因

素。考虑到当前非农生计多样化是我国生计策略转变的主要趋势
[21]
,故而在生计策略中具体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进行剖析。

文章首先验证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效果，其次引入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补充验证了三者间可能存在的

机制联系，最后分样本讨论了机制存在的异质性问题。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概念界定 

1.1.1 生计资本 

生计资本是衡量农户生活状况的物质与经济基础。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18]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农户的生计资本

划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五大类。为能够全面分析不同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

影响，本研究将从上述的五个维度出发，衡量农户的生计资本及其结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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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是指家庭凭借自身资本要素配置不同的资本，选择不同的生计活动，并创造生存所需，以便实现生计目标的行动
[22]。本文中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是建立在农户的非农生计策略基础上，指以非农生计活动为核心的生计多元化形式，主要表现

在农户外出务工、经商、家庭经营副业等多种经营策略的选择。 

1.2 研究假说 

1.2.1 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 

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各个资本维度上。人力资本主要反映在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

健康状况等方面。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中的教育水平是推动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关键因素，当农户受教育的水平得到提高时，会

更多考虑能源消费的舒适性、便利性与卫生性问题[23],从而转为使用清洁程度更高的能源，继而人力资本能够正向影响农户对清

洁能源的消费意愿。物质资本主要反映农户赖以生存的固定物质资产。农户所拥有的固定物质资产越多，则环境保护支付意愿越

强
[24]
,从而物质资本可能会正向促进农户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自然资本主要反映农户实际拥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当农户的自

然资本越多，绿色消费的意愿也会随之提升[25],换言之，自然资本能够促进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金融资本主要反映农户

的收入水平及消费能力，结合 Douglas 等[7]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能源使用时提出农村“能源阶梯(EnergyLadder)”理论，收

入低的农村家庭大多使用木柴或粪便作炊事燃料，当人们收入增长时，便会一步步地跨上“能源阶梯”[26]。因此，金融资本越高

的农户意味着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也会随之增加。社会资本主要反映农户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能调动

的人际关系等全部社会资源[27],社会资本的提升可以增强农户对信息资源的可得性[28],当农户对清洁能源的了解程度越高，越有

可能会增加能源的消费意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的不同类别，提出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假说 H1a～H1e: 

H1a:人力资本能够影响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并且人力资本越高，越能正向促进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 

H1b:物质资本能够影响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并且物质资本越高，越能正向促进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 

H1c:自然资本能够影响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并且自然资本越高，越能正向促进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 

H1d:金融资本能够影响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并且金融资本越高，越能正向促进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 

H1e: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并且社会资本越高，越能正向促进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 

1.2.2 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基于传统研究理论，农户属于风险规避者[29]。由于从事传统农业生计活动的农户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因而生计多样化

是他们应对生计风险、适应生活环境变化的一种重要手段。进一步地，我国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诱导了农

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出现[30]。除了上述源于外界环境因素的驱动，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还会受到其生计资本禀赋的影响
[31]。已有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生计策略向涉农方向变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2],同时自然资本较多的农户往往更加倾向于依靠单

一的农业生产活动作为其主要生计策略[33]。当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处于较低状态时，农户会选择兼业、外出务工等多样化的非农

策略以维持生计来源。与之相反的是，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活动[34],而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则是农户非

农生计策略的催化剂，如果辅以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帮助，将会推动农户非农生计策略的多样化
[35]
。由此，本文提出生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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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户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影响的假说 H2a～H2e: 

H2a:人力资本能够影响农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并且人力资本对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有正向促进作用。 

H2b:物质资本能够影响农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并且物质资本对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有负向抑制作用。 

H2c:自然资本能够影响农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并且自然资本对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有负向抑制作用。 

H2d:金融资本能够影响农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并且金融资本对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有正向促进作用。 

H2e: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农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并且社会资本对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有正向促进作用。 

作为行为决策中的一部分，农户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会对其用能习惯和用能观念形成影响[36]。一方面，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

程度越高，表明农户生计来源广，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低[34],越有可能舍弃传统秸秆、薪柴的直接焚烧作为能源的初级利用方式，

转而增加消费如生物天然气等的高级清洁替代能源；另一方面，随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非农化发展，人口的流动使得城乡一体化进

程加快，加之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农户将优先考虑能源的便捷性、清洁型与高效性问题[37],从而增加对清洁能源的使用，

完成高质化用能的演替过程。遂即，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本文提出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假说H3: 

H3:农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影响其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并且农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对其清洁能源消费意愿有

正向促进作用。 

进一步地，根据以上分析，农户根据自身资本拥有情况的异质性，通过调整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程度，以适应外界环

境变化，应对可能的生计风险。而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将改变农户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以及习惯，最终达到对清洁能源使用消费意

愿的提升，完成能源转型升级的目的，其过程如图 1中的分析框架所展示。 

综合前文中的研究假说 H1a～H1e、H2a～H2e、H3,本文提出假说 H4: 

H4: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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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图 

2 数据来源、样本特征与变量选择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2017 年，湖北省大力发展能源、农业、环保三位一体的循环经济，共建设特大型生物天然气工程 5 处，为农户清洁能源的

使用提供了前提。文章所使用的全部数据即来源于课题组 2017 年 7～8 月于湖北省内的农户调研数据，结合湖北省生物天然气

的建设情况，调研地点选取在武汉、荆州、黄冈、天门以及随州市 5个生物天然气重点建设区域。每个地域随机选取2～4个乡

镇，每个乡镇再随机抽取 1～3个样本村落，累计覆盖 16个乡镇 33个村落，并根据村落的人口密集程度，按相应数额比例在各

村落发放 20～40 不等的问卷数量。调查问卷的具体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绿色低碳生产技术与管理、社会互动与环境认知、市

场建设、畜禽粪便等 5个部分等。本次调查共获取问卷 1116 份，剔除信息缺失、前后问题回答矛盾的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适

用于本研究的有效问卷 992份。 

表 1 中统计了本次接受问卷调查样本农户的一些基本情况。在受访者中，以男性比例居多，占样本总数的 55.54%,且 60 岁

以上的农户样本量最多，占据样本整体的 48.08%。近年来，农村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有了不断

扩张的趋势，表现为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17 年全省乡村人口相比于 2016 年减少了 63.7 万人，人口老龄化程

度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47 个百分点 2,证实了本次调查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此外，受访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较高，

表现在受教育程度在 6～9 年的农户样本占比超过半数(55.34%),但家中有党员或干部的农户只占样本总量的 27.32%。农户的家

庭年收入大部分(74.09%)集中在 1～10万元区间，平均水平为7.13 万元，平均每个家庭拥有总人口数为 5人，随即计算得到的

人均年收入水平为 1.43万元，与 2017 年湖北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8 万元 2相差不大，可以认为受访样本的选择

是具有代表性的。 

表 1样本农户基本情况 

指标名称 类别 样本量 比例(%) 指标名称 类别 样本量 比例(%) 

性别 

男 551 55.54 家中是否 

有党员或干部 

是 271 27.32 

女 441 44.46 否 721 72.68 

年龄 

20 岁以下 1 0.00 

家庭总人口 

4人以下 365 36.79 

20～40岁 38 0.04 4～8人 553 55.75 

40～60岁 476 47.98 8～12 人 68 6.86 

60 岁以上 477 48.08 12 人以上 6 0.60 

受教育程度 

未受过教育 162 16.33 

家庭年收入 

1万以下 94 9.48 

1～6年 206 20.77 1～5万 375 37.80 

6～9年 549 55.34 5～10 万 360 36.29 

9～12 年 63 6.35 10～15万 107 10.79 

12 年以上 12 1.21 15 万以上 56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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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选择 

2.2.1 能源消费意愿变量 

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以下情景：假如目前有一项这样的计划，以村为单位、以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以农村居民

为主要服务对象，开展生物天然气工程建设。通过询问农户“在生物天然气工程建设完毕后，您的家庭是否愿意为使用‘生物天

然气’这一清洁能源而支付一定的供气费?”以此了解农户对以生物天然气为例的清洁能源消费意愿。 

2.2.2 生计资本变量 

生计资本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构成，每项生计资本的计算方式将参考 Sharp 等[38]开展的

关于生计资本的量化研究，选取合适评价指标，并根据熵值法确定指标间的权重比例，进而综合评估每项资本的得分情况。人力

资本是个人所拥有并能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力数量等[39],本文据此选取受访者教育程度、受访者健康程度和家庭劳动

力数占家庭总人口比这3个指标来描述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指个人生产生活的公共场所以及用于生产生活的工具设施，

考虑到物质资本形式的多样化问题，为消除不同物质资本统计量纲的影响，参考苏芳等
[33]
、袁梁等

[40]
的研究，本文选取农户对最

近集市或市场、家庭固定宽带网络以及最近公路距离的满意程度以描述农户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是能够维持生计的土地、水等

自然资源，鉴于样本分布在内陆地区，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多为土地资源，因而本文选取土地面积、土壤肥力情况、排灌条件来

描述农户的自然资本。金融资本是生产生活中可以支配的现金或获得的贷款，本文选取农户的年家庭收入以及储蓄存款情况，并

结合问卷设置的两个家庭经济条件自评问题“您家的经济条件和村庄其他人相比?”“与 3年前相比，您的家庭经济条件变化情

况如何?”以此共同描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个人为追求生计目标而利用到的社会资源，包含社会参与、社会网络、社

会信任以及社会声望四个维度
[41]

,4 个维度的变量选取则主要根据问卷中农户的主观自评信息。其中社会参与以“近三年，对本

村集体事务的决策，您是否对此发表过看法或提出过建议?”,社会网络以“您与家庭成员、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村干部组织的

平均打交道频率”,社会信任以“您对家庭成员、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村干部组织的平均信任程度”,社会声望以“我很重视村

里各种文明卫生示范户、清洁农户等评选活动”的问题评价结果，以此共同描述社会资本。各生计资本指标最终的熵值权重如表

2所展示。 

2.2.3 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变量 

国外学者 Scoones[42]认为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即表现在非农生产方面，如外出打工、从事副业、经商等[43]。国内也有许多

学者就农户生计多样化展开探讨，主要采用“生计多样化指数”,即农户从事生计活动的种类数来衡量生计策略的多样化程度
[44,45]。综合借鉴以上，本文提出“非农生计多样化指数”指标，定义为除农业生产外农户从事的生计活动种类数，用于描述农户

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同时，利用问卷中对农户是否存在兼业情况以及兼业种类的考察，当农户仅从事农业生产未曾兼业，即

赋值为 0;当农户兼业，则将农户从事的每项非农生计活动 3赋值为 1,对其加总后的得分即为最终非农生计多样化指数，指数得

分越高代表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程度越高。 

2.2.4 控制变量 

农户的能源消费偏好会受到个体、家庭内部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多重影响
[46]
,结合上述观点，文章从内部影响因素出发，分

别选择了农户的年龄、性别作为表达农户个体的特征因素，选择家庭成员的党员身份作为表达农户家庭的特征因素。与此同时，

考虑到外部环境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由于村庄的环境建设和区位条件可能影响农户对清洁能源的可获得性，因此

选择农户所在村庄的村规民约、地形情况作为表达外部环境的特征因素。 

各个变量的指标、含义、赋值及基本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7 

表 2变量指标、含义、赋值及基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指标、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熵值计算

权重 

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 
在生物天然气工程建设完毕后，您的家庭是否愿意为使用“生物天然

气这一清洁能源”而支付一定的供气费?否=0,是=1 
0.469 0.499 — 

生计资本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年) 5.757 3.534 0.674 

健康程度，受访者健康程度：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543 1.023 0.119 

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劳动力数占家庭总人口数比 0.635 0.236 0.207 

物质资本 

最近镇集或市场的满意程度：非常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

较满意=4,非常满意=5 
3.828 0.750 0.399 

家庭固定宽带网络的满意程度：非常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

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4.000 0.632 0.271 

最近公路距离的满意程度：非常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

满意=4,非常满意=5 
3.896 0.693 0.330 

自然资本 

经营土地面积，受访者家中拥有土地面积(亩) 8.466 9.203 0.480 

土壤肥力情况：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5 3.058 0.806 0.108 

土壤排灌条件：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5 2.494 1.088 0.412 

金融资本 

家庭年收入情况，受访者家庭年收入(万元) 9.860 71.436 0.666 

家庭储蓄存款情况，您家是否有储蓄存款?否=0,是=1 0.697 0.460 0.151 

家庭经济条件自评，您家的经济条件和村庄其他人相比?较差=1,差不

多=2,较好=3 
1.880 0.591 0.134 

家庭经济条件自评，您家的经济条件和村庄其他人相比?较差=1,差不

多=2,较好=3 
2.542 0.626 0.049 

社会资本 

社会参与，近三年，对本村集体事务的决策，您是否对此发表过看法

或提出过建议?是=1,否=0 
0.328 0.469 0.142 

社会网络，您与家庭成员、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村干部组织的平均

打交道频率：非常少=1,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非常多=5 
3.472 0.515 0.121 

社会信任，您对家庭成员、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村干部组织的平均

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1,不太信任=2,一般=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

=5 

3.598 0.564 0.110 

社会声望，我很重视村里各种“文明卫生示范户”“清洁农户”等评

选活动：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3.014 1.145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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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非

农生计策

略 

非农生计多

样化指数 
除农业生产外农户从事的生计活动种类数 1.231 0.024 — 

控制变量 

年龄 受访农户实际年龄(岁) 58.000 10.000 — 

性别 受访农户性别：女=0,男=1 0.556 0.497 — 

党员身份 受访农户家中是否有党员、村干部?否=0,是=1 0.273 0.446 — 

村规民约

【注文 3】 
农户所在村庄是否具有村规民约?否=0,是=1 0.751 0.433 — 

村庄地形

【注文 4】 
农户所在村庄地形：以丘陵为对照组，丘陵=0,平原=1 0.590 0.492 — 

 

3 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 

3.1 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中的文献整理以及理论分析，第一步为构建生计资本变量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回归模型，以此检验生计资

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的总效应，其影响关系的表达式为： 

 

式中：Yi表示农户 i 对清洁能源消费意愿；Xi表示农户 i 在各维度的生计资本集合(包括人力、物质、金融、社会和自然资

本 5大维度);Zi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α1i为该回归的残差项。 

第二步为构建生计资本变量对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回归模型，以此检验不同生计资本维度对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

略程度的影响，其影响关系的表达式为： 

 

式中：Mi表示农户 i的多样化非农生计指数，代表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程度；α2i为该回归的残差项，其余变量

定义与(1)中一致。 

第三步为构建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回归模型，除检验二者间的相关性外，并需要同时检验多样

化非农生计策略的中介传导机制是否存在，因而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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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3i为该回归的残差项，其余变量定义与(1)中一致。 

借鉴温忠麟等
[47]

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相关研究，方程回归结果中回归系数 c显著是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

当回归系数 a与 b均显著，则中介效应存在，若在此基础上回归系数 c′显著，则为部分中介效应，否则即为完全中介效应。 

特别地，在模型(1)和模型(3)中，考虑到被解释变量 Yi 属于二分类变量，适用于转化为概率模型估计，因而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同时模型(2)中，考虑到被解释变量 Mi属于定类且有序变量，适用 Ordinal Logistic 模型进行估计，但在此之

前需对模型进行平行性检验以判断是否符合模型使用条件。 

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进行各个模型回归前，首先对模型涉及的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估计结果表明，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1.36,

平均值为 1.13,远低于 10的临界值，可以判定本研究中变量间的共线程度在合理范围内。 

3.2.1 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 

表 3 中的回归 1 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其消费意愿的影响，即验证了“生计资本→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回归路径。

物质资本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金融资本与自然资本在 1%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却未能显著

影响农户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说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生计资本因子。由此

证实了前文中假说 H1b、H1c、H1d,但假说 H1a、H1e未能成立，继而排除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路

径。 

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越高的农户，通常表现为家中收入水平较高，拥有固定资产、耐用消费品的比重增大，生活质量的提升

使其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需求也随之增加[19],这与王效华等[48]对江苏扬中农村家庭生活用能研究以及 Peng 等[49]在同样针对湖北地

区农村生活用能问题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相吻合。此外，自然资本正向显著的原因则可能是生物天然气制作原材料以农作物秸

秆等有机废弃物为主，耕地面积较多的农户采集薪柴、秸秆等获取难度较低[17],因而对消费经加工处理后产生的二次制品生物天

然气意愿更高。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不显著与汪海波等[50]在河南开封和三门峡市对同样为清洁能源的农村沼气采纳影响因

素调研中得到的结果相类似，该研究发现农户的教育水平(对应本文中人力资本)以及社交能力(对应本文中社会资本)对其是否

采纳沼气无明显影响。 

3.2.2 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中介作用 

表 3 中回归 2 为生计资本对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回归结果，验证了“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回归

路径。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在1%的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在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而物

质资本却不显著，假说 H2c、H2d、H2e 成立，而 H2a、H2b 未能成立，继而排除物质资本对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表

3中回归 3为多样化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农户清洁能源消费

意愿”的回归路径。核心解释变量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 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与此同时，生计资本项目中的金融资本以

及自然资本表现为 1%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物质资本则表现为 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该结果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

后，农户的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可以显著影响其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继而，假说 H3得到证实。具体表现为当非农生计的多

样化指数越高，即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程度越大，其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也随之得到提升。 

进一步根据中介效应的判定标准，并综合上述路径回归结果，最终只有自然资本与金融资本完整通过了“生计资本→多样

化非农生计策略→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中介路径检验，表现为存在以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机制，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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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较低、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提升非农生计的多样化水平，进一步有效帮助其增强对清洁

能源的消费意愿，实现能源消费转型升级。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能够起到中介作

用，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假说 H4成立。 

表 3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 

变量名称  
回归 1 回归 2【注文 5】 回归 3 

消费意愿 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 消费意愿 

生计资本 

人力资本 -0.252(0.530) -0.489***(0.185) -0.115(0.538) 

物质资本 1.060**(0.494) 0.022(0.172) 1.091**(0.502) 

金融资本 5.440***(0.791) 0.675**(0.266) 5.371***(0.801) 

社会资本 0.076(0.372) 0.284**(0.131) 0.004(0.376) 

自然资本 2.038***(0.556) -0.868***(0.196) 2.234***(0.574) 

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 非农生计多样化指数 — — 0.255**(0.0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820***(0.684) 1.474***(0.236) -3.253***(0.710) 

观测值 PseudoR2  9920.088 9920.053 9920.093 

 

注：*、**、***分别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下的显著性情况，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 

3.3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文章分别选择消除样本异常值的 Winsorize 方法[51]以及替换计量模型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操作

为：在 Winsorize 方法中，对所有解释变量中的连续变量数据进行 1%和 99%分位数外样本的删除处理，并就处理后的数据进行

中介效应的方程组回归；在替换计量模型的方法中，使用 Probit 模型替换原模型中的 Logit 模型进行中介效应的方程组回归。

结果显示，与表 3 中的回归结果相比，表 4 中相关解释变量显著性与影响方向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遂即证实了原计量模型

的稳健性，即得到的分析结果是可靠的。 

3.4 中介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研究进一步考虑农户主要的生计活动地点，将农户样本划分为本地经营和在外务工两种类型，探讨样本异质性对中介效应

的影响——以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为中介的效应是否在本地经营与外地务工的样本农户中同时成立?表 5中汇报了分农户样本进

行中介效应回归的结果，数据显示，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中介效应仅在选择本地经营的农户样本中成立，而对选择在外务工的

样本农户中无明显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外出务工会使人们改变其家庭能源消费的偏好与习惯
[52]
,与本地经营农户相比，已率先完

成了能源消费的转型升级，无需再通过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中介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与本地经营组不同，在外务工组中，金融资本与自然资本都相对较低的农户采取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程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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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这亦反映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农户在面对自然资本贫乏的境况下，如果家中拥有较为良好的金融资本条件支撑，或政府

能够提供资金支持补充金融资本来源，这时农户宁愿选择在本地发展多元化经营而非背井离乡外出务工，体现出了一定的乡土

依恋情节。 

表 4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Winsorize 方法 Probit模型替换 

回归 1 

消费意愿 

回归 2多样化 

非农生计策略 

回归 3 

消费意愿 

回归 4 

消费意愿 

回归 5多样化 

非农生计策略 

回归 6 

消费意愿 

生计资本 

人力

资本 
-0.559(0.567) 

-

0.572***(0.194) 
-0.451(0.570) -0.135(0.322) 

-

0.489***(0.185) 
-0.073(0.324) 

物质

资本 
1.537***(0.548) -0.053(0.186) 1.543***(0.550) 0.656**(0.303) 0.022(0.172) 0.644**(0.303) 

金融

资本 
5.502***(0.846) 0.947***(0.280) 5.316***(0.850) 3.351***(0.476) 0.675**(0.266) 3.272***(0.477) 

社会

资本 
-0.040(0.406) 0.252*(0.131) -0.094(0.408) 0.048(0.228) 0.284**(0.131) -0.001(0.230) 

自然

资本 
1.602***(0.600) 

-

0.791***(0.206) 
1.766***(0.606) 1.254***(0.340) 

-

0.868***(0.196) 
1.399***(0.342) 

多样化非农

生计策略 

非农

生计

多样

化指

数 

— — 0.219**(0.098) — — 0.164***(0.05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970*** 

(0.758) 

1.510*** 

(0.256) 

-3.290*** 

(0.774) 

-1.752*** 

(0.418) 

1.474*** 

(0.236) 

-1.982*** 

(0.426) 

观测值

PseudoR2 
 9080.086 9080.068 9080.089 9920.089 9920.053 9920.095 

 

注：
*
、

**
、

***
分别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下的显著性情况，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 

表 5分样本讨论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本地经营 在外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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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1 

消费意愿 

回归 2多样化 

非农生计策略 

回归 3 

消费意愿 

回归 4 

消费意愿 

回归 5多样化 

非农生计策略 

回归 6 

消费意愿 

生计资本 

人力资本 
-0.813 

(0.925) 

-0.561
* 

(0.326) 

-0.545 

(0.949) 

0.296 

(0.678) 

0.154 

(0.163) 

0.277 

(0.679) 

物质资本 
-0.014 

(0.851) 

0.022 

(0.300) 

-0.016 

(0.865) 

1.907*** 

(0.641) 

-0.034 

(0.152) 

1.917*** 

(0.642) 

金融资本 
5.724*** 

(1.291) 

1.400*** 

(0.439) 

4.995*** 

(1.314) 

5.212*** 

(1.060) 

-0.695*** 

(0.246) 

5.290*** 

(1.067) 

社会资本 
0.468 

(0.655) 

0.266 

(0.234) 

0.364 

(0.671) 

0.008 

(0.473) 

-0.031 

(0.116) 

0.012 

(0.473) 

自然资本 
2.578*** 

(0.951) 

-1.019*** 

(0.331) 

3.253*** 

(0.987) 

1.785** 

(0.728) 

-0.370** 

(0.177) 

1.824** 

(0.731) 

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 
非农生计 

多样化指数 
— — 

0.596*** 

(0.152) 
— — 

0.109 

(0.16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052* 

(1.188) 

1.070** 

(0.422) 

-2.746** 

(1.2235) 

-3.774*** 

(0.890) 

1.726*** 

(0.208) 

-3.970*** 

(0.942) 

观测值 PseudoR2  3760.141 3760.107 3760.172 6160.074 6160.037 6160.075 

 

注：*、**、***分别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下的显著性情况，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 

4 讨论 

4.1 关于中介机制效果的进一步讨论 

以农户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中介机制在自然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对农

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中显著，而在其他的生计资本维度中，物质资本虽然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有正向影响，但似乎并

不适用于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作为中介的影响路径。究其原因，本文推测可能是物质资本较为丰富的农户家庭生活质量较高，生

活用能条件较好，能够为其能源转型升级提供有利的硬件支持，无需通过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的调整以实现清洁能源消费。因

而，强化与清洁能源利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助力农村居民改善生活条件、走出能源贫困的一项重要举措。 

4.2 关于中介机制在现实应用中的思考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突出。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农村家

庭大多选择流转出自有土地，改变经营模式而谋求生计。自然资本的减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同时推动了农户生计策略上的变

革，家庭生计方式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变，通过外出务工等更加多元化的非农方式，以维持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只

有在生活质量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农户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能源消费尝试，这也是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作为生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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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的中介意义所在。这一论点与孙威等[8]在研究云南怒江农村能源贫困问题时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能

源扶贫政策需要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农户生计资产改善的配套政策相结合，这也为农村清洁能源推广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

的方向。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湖北省 992 个农户样本对生物天然气的消费意愿为例，通过构建“生计资本禀赋—生计策略选择—农户清洁能源消

费意愿”分析框架，探究不同维度生计资本对农户清节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机

制。主要结果发现： 

(1)农户生计资本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然而人力资本与社

会资本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作为中介变量，能够改变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对使用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程度。

具体表现在，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较高但自然资本较低的农户通过采取多样化非农型生计策略，改变非农生计的多样化程度，以

此增加其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当根据农户生计活动地点划分本地经营与在外务工农户样本讨论后，这种中介效应机制在本

地经营农户样本中显著，而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无明显影响。 

基于此，结合对中介机制效果以及在现实应用中的讨论，为进一步扩大清洁能源在村域范围的使用，实现农村能源消费结构

转型的目标，建设生态优先的低碳绿色发展之路，本文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和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1)加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视能源入户的相关服务环节。政府可以组织建设清洁能源示范工程，有条件地发展清洁

能源相关产业，以提高清洁能源在村域范围的普及程度。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农村清洁能源服务体系，帮助改善农户生活用能基

本条件，保障农户用能质量。 

(2)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相对接，同步实现农户能源消费转型。解决农村用能差、用能难等能源贫困问题的内部核心在

于提升农户的生计水平，政策需要兼顾能源可持续与农户生计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对于生计资本禀赋较弱，如家庭物质和经济条

件较为困难的农户，政府可选择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以降低其消费清洁能源的门槛。此外，政府需要重视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化

与非农化发展，并且在满足农户“离土不离乡”愿望的同时，为其创造更多的生计来源，提供清洁能源消费的内生动力。例如对

于自然资本较低的失地农户，可以给予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帮助农户实现生计的非农转变与能源消费的同步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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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湖北统计局，http://data.hb.stats.cn/home.aspx 

2 发改能源规[2019]1895 号.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https://www.ndrc.gov.cn,2019-12-04. 

3 农户从事的非农生计活动将根据行业类型,划分为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

和其他服务业以及其他行业共计七大类. 

4 村规民约是为维护本村的社会秩序、社会公共道德、村风民俗、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制定的一种规章制度,是村庄环境建

设的体现,对村民行为具有影响和约束作用。使用清洁能源是农户环保行为的体现,因而村规民约的存在可能对清洁能源在农村

的推广以及农户清洁能源消费产生正向积极促进作用. 

5 调研地区按照地形划分为平原、丘陵以及山地,本次研究最终筛选得到的农户数据样本中并未出现居住在山地地形样本,故

而此处只对平原与丘陵地形进行虚拟变量的设置. 

6 检验的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因而此处不符合使用该模型的前提规则,在这里仅考虑用OLS 方法就原模型进行估计. 


